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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对学术界提出了新命题，需要对已有建设模式

和建设项目进行深入剖析，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知

识。以往地理学主要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涉及的范畴要大得多，既

包括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包括中国提供融资并承建的项目，还包括一些新兴的混合项目。已经

进行的“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表明，中国企业“走出去”比较容易忽视的因素是中国与东道

国之间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利用“制度和文化转向”研究思路来剖析“一带一路”建设项

目，总结其建设模式，对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以及指导“一带一路”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

首先简要回顾了“制度和文化转向”出现的背景以及主要研究脉络；而后总结了“一带一路”建

设项目的主要形式，提出了基于工程总承包（EPC）、基于特许经营和企业直接投资三大类建设

模式；最后借鉴“制度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技巧，从“地域嵌入的广度和深度”和“技术及项目的

‘破坏性’”两个维度，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分为变革性项目、支撑性项目、一般性项目和海外

经贸合作园区4种类型，用以识别它们的制度和文化敏感性，并举例进行了说明。本文提出的

分析框架为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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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

了超出国内外预期的成绩，正在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的平台。秉

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

则，中国希望“一带一路”建设能够造福沿线国家，探索出一条包容性全球化道路[1-3]。

截至2019年10月，已经有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备忘录或者发表了联合声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一大批基础设施、产能合作、

产业园区等建设项目正在实施，一些项目已经投产或运营，有力地推动了沿线国家的互

联互通和经贸合作。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第三方评估[4]，沿线国家的连通性指数从2013年

的 23.08上升到 2018年的 38.91，提高了 68.6%；但评估也发现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

时间短、经验不足，一些建设项目存在不同程度或不同类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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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8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以及在2019年4月举
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致辞中，习近平主席两次提出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而且强调要在建设项目上下功夫，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
“工笔画”，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实实
在在的贡献[5]。画好“工笔画”，就是要做好每一个建设项目，让这些项目真正秉持“共
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实现开放、绿色、廉洁的理念和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目
标。因此，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既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了
新要求，也对学术界提出了新命题，需要对已有建设模式和建设项目进行深入剖析，总
结经验和教训，产出对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知识。

自2014年以来，学术界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发展迅速。截至2019年8月，中国的
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带一路”研究论文超过了 5.6万篇①，其中核心期刊论文约 9800
篇。目前，所发表论文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产能合
作、全球治理、命运共同体、人民币国际化等关注较多；其中地理学论文主要集中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构建、地缘政治经济、“中欧班列”、海上航运战略支点、海外投
资模式、经贸格局等方面的研究[6]。总体上，发表的论文比较庞杂，宏观性、战略性和舆
论性的文章偏多，基于深入案例研究的高水平论文还很少，难以支撑“一带一路”建设
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案例研究的缺乏主要有两个原因：①“一带一路”建设处于起步阶
段，已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的项目不是很多；② 学者们开展海外建设案例研究既缺少经
费支持，也面临制度障碍，如办理出国手续繁琐、出国时间受限等。但如果没有大量扎
实的案例研究，就无法洞悉“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影响因素及其存在的问题，难以总
结其建设模式、有效指导“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针对上述背景，笔者研究团队正在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通过一系列的
海外建设项目的田野调查，笔者逐渐认识到企业“走出去”比较容易忽视的因素是中国
与东道国之间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不少企业直接把在中国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复
制到东道国，也总是梦想把先进的技术输出到沿线国家。最突出的就是铁路“走出去”，
中国企业曾经热衷于高铁“走出去”。而中国的经营方式以及成熟的技术，往往都是在自
己的制度和文化“土壤”里发展出来的，很多情况下不能简单地复制到其他国家。因
此，本文聚焦于制度和文化因素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期望能够总结出一些理
论知识，为未来的建设提供指导。本文首先回顾经济地理学的“制度和文化转向”，而后
总结“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主要形式，从而提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对制度和文化
敏感性的分析框架，并结合本专栏的案例研究进行阐述。

2 经济地理学的制度与文化转向

经济地理学对于制度和文化因素的研究是有传统的，始于 20世纪 90年代。简化地
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地理学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向”[7]。20世纪50年代，战
后繁荣期和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广泛流行，以及人们对“科学主义”的推崇，使计量
革命成为经济地理学的主流；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蔓延、传统制造业中心的衰
退、失业率居高不下和滞涨等问题，以及社会科学领域对人权、民主和社会结构改革的
诉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地理学的主要思想来源；90年代以来，经济全
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劳动力关系和福利体制等方

① 根据中国知网（CNKI）检索数据。

1135



地 理 学 报 75卷

面的巨大变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繁荣与衰落越来越难以由简化的经济逻辑进行合理的
解释，这催生了经济地理学的“制度和文化转向”。虽然之后又出现了关系学派、演化经
济地理学派、全球生产网络学派等，但都可以“冒险”地并入“制度和文化转向”这个
大脉络之中。

制度和文化转向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8-10]。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大规模生
产、大众消费的福特主义转向以柔性生产和个性化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后福特主义，并在
交通和信息技术变革的推动下向全球扩张，形成了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在这个地理扩散
和功能整合的过程中，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地区之间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等关系更
加复杂，经济过程涉及的主体间相互作用更多的嵌入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
环境之中。②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国家的传统地位被削弱，其功能向下移交给
地方管理机构，向上则依靠跨国机制的协调，老工业区衰落、新产业区崛起、跨区域问
题等现象推动了多尺度治理机制的研究。③ 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快速扩张，围绕“全
球—地方”冲突出现了大量关于地方和区域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提高发展能力的讨论，
融入全球体系的区域发展过程离不开多尺度制度和文化的共同作用。同时，商品、资
本、人口、知识跨国流动的快速增长使人们更加意识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制度和文
化差异。

总体上看，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计量地理学强调静态均衡和理性预期，忽视了社会
经济制度的塑造作用；政治经济学派则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制度，过于强调结构的决
定性而忽略了个体能动性；而以制度和文化转向为特征的经济地理学，关注社会经济结
构和个体能动性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尽管Massey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任何因
素对地方发展所起的作用都与该地方的地理和历史环境有关[11]，但制度和文化转向的标
志性事件一般被认为是 1992 年 Dicken 等把经济社会学家 Granovetter 提出的“嵌入”
（Embeddedness）概念引入经济地理学研究，使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融入文化、社会和制
度背景之中，并从中获得新的研究内涵与发展方向[12]。之后的经济地理学研究，无论是
新区域主义、还是全球生产网络与演化经济地理学，都将制度和文化因素放到核心解释
要素之中。例如，新区域主义对劳动力市场、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的研
究，全球生产网络研究对于“嵌入”以及战略耦合中制度因素的重视，而演化经济地理
学则强调制度对区域发展路径的影响。

这个新的经济地理学流派倾向于利用来自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
的多样化概念，更广泛地理解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如何塑造和约束各种形式的经济行为和
实践，包括生产、消费、投资、创新和组织变革、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企业间关系和学
习等[13]。例如，Martin认为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有几个主要的研究议题，即研究不同
类型的制度在塑造空间经济中的作用、经济景观的演变、技术创新和扩散的空间—制度
基础、空间经济的文化基础，以及地方和区域经济的社会管制和治理[14]。Yeung则认为这
个新的经济地理学的关键特征，包括理解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阐述社会主体的身份
特征和行为如何由于性别、种族、阶级和文化而在空间上发生不确定性分化，以及探索
物质环境和话语环境在塑造经济行为中的作用[15]。

制度和文化都是复杂的概念。一些研究认为制度是塑造、约束和促成经济行为的规
则、程序、传统和惯例[13, 16]；一些研究则认为制度还包括组织机构，如政府和非政府组
织等非企业主体[17-18]；还有一些研究将制度视为对于最佳实践、关键概念等的共同理解和
期望，以及稳定的相互作用模式[19-20]。例如，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强调政府、研究机构、银
行、风险资本、培训组织等实体制度，新产业区和“学习型区域”理论则强调促进信任

1136



6期 刘卫东 等：“一带一路”建设模式研究

与合作的社会制度和文化[21]。总体来说，第一种解释的应用最多，即将制度视为更广泛
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包括成文的、明确的法律和规则等正式制度，以及隐性的、默
认的惯例和规范等非正式制度。“文化”指社会成员或全体所共同持有的生活方式、行为
规范、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22]，通常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对经济和社会活动产生影
响，例如有很多研究揭示了儒家文化对于东亚国家经济活动的影响，包括忠诚、集体观
念、和谐、尊重长者、服从权威等观念[23-25]。而在非洲很多国家，游牧文化仍然存在。

可以说，制度和文化因素的研究贯穿了过去 30年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对“经
济”的重新认识，将经济与制度和文化视为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空间驱动力，为经济
地理学打开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但是，需要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制度和文化是非常复杂的
演化现象，具有自反性，会随着发生的经济现象及其空间结果而不断变化，而且还具有
明显的尺度特征。因此，正如Gertler指出的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应该关注个体能动
性、制度演变、不同尺度的制度间相互作用以及采用比较的方法[13]，更加关注区域制度
如何与国家尺度的制度进行相互作用，并强调多尺度制度共同演化的过程、个体能动性
的作用以及制度演化路径和方向的可预测程度[26]。概括起来，经济地理学制度和文化转
向的发展趋势，体现在更加关注制度的多尺度性和尺度间相互作用[27-29]、制度与经济过
程的共同演化[16]、多主体对制度演化过程的影响[30-31]，以及不同制度和文化间的相互作
用[32-35]。但是，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了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转型及其在向发展中国家投资过
程中所遇到的制度和文化问题，特别是其对生产、消费、投资、创新和地方发展的影
响，研究对象较少涉及广大发展中国家[36-37]。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地理学一直在引入西方的理论思想和研究范
式，但是主要还是沿着“以任务带学科”的道路在发展[38]。其研究脉络与近40年来的社
会经济转型和制度变革紧密相关，所关注的研究对象、理论问题和解释机制与西方经济
地理学的“制度和文化转向”既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有明显的差别。特别是，中国的社
会经济结构和治理体制，决定了与改革开放相关的制度建设以及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宏观
规划、发展战略、空间治理等正式制度是经济空间演化的主导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扩
充了西方关注的法律和规则等正式制度以及惯例和规范等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范围[39-41]。可
以说，中国经济地理学没有出现西方那种“制度和文化转向”，中国经济地理学对制度和
文化因素的研究伴随国家的改革而生。

总体而言，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制度和文化转向对于理解“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指导
意义，但不能照搬到中国的海外建设案例研究中；而中国经济地理学对制度因素的讨论
主要服务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需求，也难以直接应用到海外建设研究之中[42-45]。
当前，中国进入大规模“走出去”的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对理论发展提出了新要
求。与力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来提供制度和文化保障的西方跨国投资不同，中
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和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在这个
背景下，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结果、在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基础上开展

“一带一路”建设模式研究，有待中国地理学者不断地努力，也有待与西方学者开展比较
案例研究。

3“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及其主要模式

什么是“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是学术界和商界最为关心的“一带一路”问题之
一，但这又是一个目前尚无官方答案的问题。中国政府没有具体界定过哪些是“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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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设项目，官方文件或媒体报道中只是列举了一些项目。广义地讲，在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发生的与中国相关的投资项目、贷款项目以及其他国际合作项目，都应被视
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狭义地讲，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通过政府间合作孕育出的
项目或者被纳入政府间合作的项目，才是“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当然，前者包括后
者，而后者是最具“一带一路”特色的项目。本文主要关注狭义的“一带一路”建设项
目。但是，无论哪个定义都涉及到空间范畴的界定。中国政府官方使用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包括古丝绸之路沿线的64个国家，其中的8个国家尚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备忘录[46]。而签订合作备忘录的137个国家，其中的一多半超越了古丝绸之路
沿线的范围，遍及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因而，官方在发布统计数据时使用的是沿
线国家的概念，而谈到具体项目时又不局限于沿线国家。本文亦遵从这个原则，统计数
据指沿线64个国家，而项目则不局限于此。

与地理学者习惯研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主体并非直
接投资类项目，而是融资项目或混合项目。截至2018年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1730亿美元[47]，其中约一半发生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
前。而中国金融机构在沿线国家的贷款余额大约为3500亿美元（估计值）。可见，对外
直接投资仅占全部金融资源的比例不高。由于以往积累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未必够用来
解释融资项目或混合项目，地理学者需要高度重视这类项目的研究，总结出新的理论知
识。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是贷款给另一个国家，确实没有留给地理学家太多的
研究空间，那只是金融学的研究范畴。但是，如下文所述，大量融资项目和混合项目由
中国公司承建并运营一个时期，这就涉及到项目组织模式、与当地的关系、与环境的关
系等具有地理意义的研究命题。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为地理学带来的远不止对外直接
投资所涉及的研究空间。

虽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广受关注，但“一带一路”建设
的中国金融资源主要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各种专

项基金。在 3500亿美元的贷款余额中，中国进出口银行约为 1400亿美元，占 40.0%②；
国家开发银行大约为 1100 亿美元 [48]，占 31.5%；
国有商业银行约为800亿美元，占23.0%；亚投行
和丝路基金分别为 80亿美元和 110亿美元，分别
仅占 2.3%和 3.2% （图 1）。此外，中国还成立了
10余家多边国际金融合作机构，如上合组织银联
体、中国—东盟银联体、中国—中东欧银联体、
中国—阿拉伯国家银联体等，以及20多家“一带
一路”专项基金（规模超过 1万亿元人民币） [49]。
在这些金融机构中，中国进出口银行是唯一提供

“两优”贷款的银行（即援外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
买方信贷），当然也提供商业贷款；国家开发银行
则是提供开发性金融的主要机构。“两优”贷款和
开放性金融贷款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使用的主要融资方式；其中，前者是政府担保借
款，后者在一些情况下也需要政府担保。

② 根据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国家发改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组织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典型项目研讨会”（2019

年3月14日，郑州）上的公开发言数据推算。

图1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贷款余额的机构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China's overseas loan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mo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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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融资方式和中国企业参与运
营的程度粗略地划分了“一带一路”建
设项目（图2），这些不同项目类型也在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不同的建设模式。第
一 类 是 以 工 程 总 承 包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 EPC） 为
基础的项目。近年来中国企业包揽了世
界上多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但并非所
有的 EPC 项目都应该算作“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例如，中国水电集团承建了
由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提供融资的
尼泊尔加德满都供水项目，狭义地看这
个EPC项目就很难算作“一带一路”建
设项目。而亚投行和欧洲银行联合融资的印度班加罗尔地铁轨道工程（R6线），以及亚
投行与亚开行联合融资的格鲁吉亚巴统双车道公路项目，则可以视为“一带一路”建设项
目[50]。因此，一般来讲只有中国提供或牵头提供融资的“工程总承包+中国融资”类
（EPC+F）项目才能视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一些EPC项目在完工后，由于东道国缺
乏运营能力，中国建设企业需要负责运营一段时间，这就出现了“工程总承包+短期运
营”模式（EPC+O），需要中国企业更深入地与当地社会经济系统发生联系。中国企业
承建的发展中国家的铁路，往往最后成为这种建设模式。此外，由于市场上EPC项目越
来越稀缺，一些情况下承包建设工程的中国企业需要作为股东进行部分投资，并参与到
项目运营中来，这催生了“工程总承包+部分投资”的模式（EPC+I）。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企业除了是项目的工程承包商外，还是项目的投资人之一。

第二类是以特许经营为基础的项目，包括最近发展很快的PPP项目（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社会资本合作） 以及历史悠久的 BOT/BOOT 项目 （Build-Operate-
Transfer/Build-Own-Operate-Transfer，建设—运营—移交/建设—拥有—运营—移交）。这
类项目的投融资结构介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外方借款之间。PPP项目是学术界特别
是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51]。这类项目一般集中在低回报率的长期性公共服务领域，
如供水、污水处理等。从字面上看，这类项目似乎很简单，就是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
项目。但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PPP项目很复杂，关键是国有企业是不是可以算作
社会资本。在中国国内，已经建立现代经营制度、进行市场化运营的国有企业被容许参
与 PPP 平台。但是，对于其他国有企业（如中国铁路总公司）该如何归类，还需要探
索。从这个角度看，中老铁路的建设模式是很特别的（图3）。中老铁路以中国铁路总公
司（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投资公司和老挝铁路公
司合资成立的中老铁路公司为业主，获得老挝交通部50年的特许经营权，从中国金融机
构贷款60%（资本金占另外40%），进行建设和运营。这是中国铁路“走出去”第一次尝
试这种建设模式，有可能开创“一带一路”建设投融资模式的新道路。

PPP项目一般以政府给予的特许经营权为基础，这让它与另一类项目的划分上有重
叠，即BOT或BOOT项目。后者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已经流行了上百年，是以特许经营
权为基础的一种建设模式。为了适应不同的条件，BOT衍生出许多类型，例如BOOT、
BOO （Build-Own-Operate，建设—拥有—运营）、BLT （Build-Lease-Transfer，建设—出
租—移交）等。与PPP项目中政府需要分担风险不同，BOT项目的风险由建设运营方自

图2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分类图
Fig. 2 Classific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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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承担。“一带一路”建设中，三峡
南亚投资有限公司建设的巴基斯坦卡
洛特水电站就是一个典型的BOOT案
例（图4）。BOT/BOOT项目不需东道
国有任何债务负担，但是对于投资者
而言回报期长，而且存在政局和政策
变动等风险。这类项目以及 PPP 项
目，既不属于传统的直接投资、也不
属于单纯的外方借款，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愈来愈普遍，需要地理学
者高度关注。第三种类型是中国企业
的对外直接投资，这是地理学长期研究的对象，此处不再赘述。

4“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制度文化敏感性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不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特别是对制度因
素的关注。Buckley等在 2007年最先从理论上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进
行了实证分析，指出需要引入国内资本市场不完善、特殊所有权优势和制度因素三种特
殊解释，它们与寻求市场、资源和战略资产、政治风险、地理和文化邻近性等因素共同
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52]。此后一些研究阐述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表现
出的特殊性[53]，尤其强调制度因素在其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东道国和母国的制度因素直
接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构成及其战略决策和投资行为[54-56]。同时，已有研究也
关注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差别性行为[57-58]。国有企业与母国政府之间
的关联，使中国政府能够通过政府间关系的建立降低投资的潜在风险，与东道国政府利
益的协同进一步保护中国投资免受东道国腐败和不利政策变化的影响 [59]；但研究也发
现，特殊的企业性质使国有企业在东道国受到的制度压力比私营企业更为复杂，意识形
态冲突、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和由于母国政府的支持、缺乏透明度的企业治理引起的关于
企业合法性、不公平竞争的批评，以及经济回报、社会回报、外交回报之间的权衡等，
都是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60-61]。而私营企业则具有不同的制
度性选择。在母国复杂的制度环境中长期经营的经验，使私营企业更愿意到具有相似特
殊制度环境的经济体投资[62]；但私营企业海外投资也面临着自身的困难，包括企业决策

图4 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建设模式
Fig. 4 Construction model of the Karot Hydropower Plant in Pakistan

图3 中老铁路建设模式
Fig. 3 Construction model of the China-Laos Rail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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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理能力不成熟，由于制度和文化差异导致的劳资冲突以及与当地社区的矛盾等。尽
管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对于指导“一带一路”建设而言还存在不足。首
先，它们主要关注企业直接投资项目，较少涉及融资项目或混合项目；其次，考虑到更为
广泛的项目谱系（图2），已有研究没有考虑不同类型项目对制度和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为了让具体案例研究更加具有针对性和
指导性，本文从“地域嵌入的广度和深度”
以及“技术及项目的‘破坏性’”两个维度
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进行了分类，用以
识别它们的制度和文化敏感性（图5）。所谓
的项目或技术的“地域嵌入的广度和深
度”，指项目或技术涉及到的当地国土范围
（例如铁路要穿越大面积国土），以及对当地
地理环境的影响和改造程度（采矿项目会带
来比较大的景观改变），乃至使用当地劳动
力的规模（庞大的就业规模会对当地产生巨
大的社会影响）。地域嵌入程度越高，就越
需要重视制度和文化的差异。所谓的“技术
及项目的‘破坏性’”借鉴了熊彼特的“创
造性破坏”思想，指一个项目或者技术应用
对于当地原有的市场平衡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例如，一条铁路的开通毫无疑问会打
破原有的运输结构，给卡车运输行业带来巨大影响。“破坏性”越大，就越需要重视制度
和文化的差异。

从这个分析框架出发，可以把“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分为 4大类。① 变革性项目，
其“破坏性”和地域嵌入程度都很高，会对当地的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是
变革。典型的变革性项目是现代化铁路。② 支撑性项目，如火电站、水电站等。一方
面，这类项目对当地社会经济系统具有支撑性或改善性作用，但可能会改变当地居民的
消费习惯，“破坏性”程度居中；另一方面，它们往往是点状，地域嵌入的广度低，但有
的项目会改变当地的地理环境（如水电改变流域生态环境）或带来环境影响（如火电的
碳排放）。③ 一般性项目，主要是制造业。这类项目的“破坏性”较低，一般不会给当
地的社会经济系统带来较大的冲击，大部分项目对制度和文化差异不是那么敏感，但有
的项目地域嵌入深度比较高（如采矿项目会改变地理环境），也需要高度重视制度和文化
差异。④ 海外经贸合作园区项目。这类项目的地域嵌入程度居中，面积一般都在几平方
公里到几十平方公里之间，但有时具有“破坏性”，尤其是园区优惠条件很多、形成与外
部不对等竞争时，以及园区就业规模庞大之时。笔者期望通过典型的案例研究来逐步明
晰不同类型的项目需要具体注意的制度和文化因素。

蒙内铁路和亚吉铁路就属于典型的变革性项目。在这两个项目建设之初，中国企业
仅仅想做EPC项目，但完工之后当地没有运营能力，只能应邀签约承担一定时期的运营
责任，而运营就要深深嵌入到当地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之中。这给中国建设企业带来极大
的挑战。标准铁路这个在中国看起来简单的建设工程，实际上是“技术—制度—文化”
的复合体。只不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中国国内保障铁路运行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铁
路文化已经非常成熟，不再被人们特别关注。当铁路建设被复制到非洲国家时，其运营
就遇到了种种不适应。尤其是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都没有保障铁路安全运行的

图5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制度文化敏感性

分类图
Fig. 5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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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当地人民也难以适应中国铁路运营的“半军事化”管理文化。另外，两条铁路的
开通都极大地冲击了当地国家的卡车运输市场，形成了高度的政治紧张态势。尽管遇到
的问题基本相同，但不同国家的治理结构以及不同的企业应对策略带来的结果不尽相
同。蒙内铁路已基本解决了法律法规的保障问题，逐步走上正常运营，而亚吉铁路问题
则远未解决，仍然面临困难。这两个案例表明，对于变革性项目，企业必须从一开始就
要考虑制度和文化因素，做好统筹谋划，仔细考察项目的制度和文化“土壤”，才能确保
建设项目成功。仅仅想做EPC，难以画好精细建设的“工笔画”。其实，20世纪70年代
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个被誉为中非友谊丰碑的铁路，已经陷入
半瘫痪状态。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忽略了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和需求）、制度和文化之
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整体性。

缅甸莱比塘铜矿项目是一个不具有社会经济“破坏性”、但具有高度地域嵌入性的制
造业项目。中国万宝公司从加拿大艾芬豪公司接手的这个铜冶炼项目，从一开始就遭遇
了缅甸从军政府向民选政府转变的剧烈变化，不得不面对征地补偿、移民搬迁安置、环
保、佛塔搬迁、社区居民未来生计等一系列问题。这个曾经看似难以持续下去的建设项
目最终于2016年正式投产，实现了企业、缅甸政府和当地社区的“三赢”。万宝公司通
过种种创新性制度安排，主动地实现了“多尺度嵌入”，突破了制度和文化制约。例如邀
请国际著名环保公司帮助缅甸政府制定环保法，严格根据该法律制定了符合国际标准的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ESIA）；充分考虑缅
甸政府的收益，将与缅甸经济控股公司的双方合作变为加入缅甸政府的三方合作；正确
对待国际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的质疑，积极开展与NGO
的合作。莱比塘铜矿项目很好地揭示了制度的多尺度性及尺度间相互作用。

中白工业园、泰中罗勇工业园和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西港特区） 3个建设
案例则揭示了，海外园区对于中国企业克服“走出去”过程中制度和文化差异的中介作
用，以及尺度转换和尺度间协同对于园区成功的重要性。这种中介作用主要体现在海外
园区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制度和文化差异最小化的“投资者花园”（Investor
Garden）。中白工业园是经过两国政府协商、由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亲自推动的合
作园区项目，最初由中工国际（国企）负责建设和运营，后来引入全球运营商招商局。
在3个尺度的协同作用下，该园区的招商和运营日渐兴旺。泰中罗勇工业园则是由华立
集团（来自浙江的民营企业）与泰国安美德公司合作开发的项目，后来逐步升级为“国
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商务部）、“浙江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清单示范园
区”等示范园区。在提升尺度（Upscaling）过程中，罗勇工业园获得了中泰两国各级政
府的支持，并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吸引了社会各界资源的流入，成为了一个具有示范
意义的海外园区。

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则揭示了跨境合作中的“尺度困境”。边境接壤地
区是多尺度汇聚地，既是国家间的界面，也是省、市、县、乡乃至村之间的界面，其治
理需要多尺度间的紧密合作。而现实往往是尺度间的脱节，地方希望做的事情缺少国家
的许可，而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又难以区别对待来满足地方的个性化需要。
克服“尺度困境”是提升跨境经济合作效果的重要前提。

5 结论

“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开创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引领包容性全球化。中国政府已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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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原则、重点工作领域等方面确立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宏观框架，并通过“开
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6个关键词指明了其高质量发展的理
念和目标。这些宏观愿景能否实现取决于具体的“工笔画”，特别是建设项目能否实现

“互利共赢”。目前，“一带一路”建设总体上进展良好，但一些项目也存在问题。就笔者
的研究来看，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经验不足，尤其是对
于中外之间制度和文化差异重视不够。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已经在世界上摸爬滚打了上
百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的学术界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知
识，而中国企业“走出去”不过一、二十年。因此，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
及时总结经验和模式，是中国学术界的当务之急，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
发展转变的重要保障。

由于“一带一路”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具体建设项目和模式仍在不断发展之中，
因而目前中国政府还没有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给出明确的界定。本研究突出强调了
政府合作框架下发展出来的或者被纳入政府合作框架的建设项目，并总结出基于EPC、
基于特许经营和企业直接投资3种项目类型。每种项目的投融资结构和中方参与经营程
度都有所不同，值得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借鉴“制度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技巧，本文
根据项目/技术的“破坏性”和地域嵌入程度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划分为变革性项
目、支撑性项目、一般性项目和合作园区 4大类，用于识别项目的制度和文化敏感性。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研究框架和理论总结仍然是初步的，有待根据更多案例研究来进一
步发展和完善。

“一带一路”建设为地理学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相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发展机遇而
言，地理学者的响应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特别是扎实的国别地理研究和具体建设案例
研究比较薄弱。正如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制度和文化转向”为西方经济地理学带来了
新的研究内涵和发展方向一样，从制度和文化的视角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研究将为中
国经济地理学者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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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ased on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LIU Weidong1, 2, YAO Qiuhui1, 2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owards a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aises new subjects for academic research, which demands
in- depth study of existing BRI projects, summarizing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and theorizing
construction models to guide future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geography
focused o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f Chinese firms, but BRI construction is
much broader in scope, consisting of not only FDI projects but also China- financed projects
and emerging mixed projects. Case studies of BRI projects have shown that significant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host country is the factor that tends to be
ignored by Chinese firms in the "going global" efforts. Thus, revisiting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employing its research framework to analyze BRI
projects and summarize their construction models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economic geography and BRI. This article will first briefly review the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trends of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then summarize three major construction models of
BRI projects, namely EPC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based, concession-based and
FDI models; finally draw on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to classify BRI projects according
to two indicators of "Breadth and Depth of Territorial Embeddedness" and "Destructive Effects of
Technology and Project" into four types, i.e. transformative, supportive and ordinary projects as
well as industrial parks.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can be identified for each
type of projects. The preliminary theorization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may offer a potential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on BRI construction.
Key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financing struct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erritorial embedd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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